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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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身份问世的《解放日报》,1941年5月创刊,1947年3月停刊,在抗战时期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1942年3月,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的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毛泽东:《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解放日报》1942年3月8日,第4版。既是诫勉,更是期望。抗战时期,为了打破舆论封锁,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日报》传播党的思想、主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将《解放日报》锤炼成一份“完全的党报”(2)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1页。向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行为状态和精神风貌,成功塑造和展示了党的抗战形象,赢得了社会民众的广泛认可。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3)李金玲:《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形象建构》,《理论建设》2023年第4期;孙云、赵宇晨:《抗战时期“七一”纪念文章与党的形象塑造研究——以〈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邱跃强:《图像视角下延安时期党员形象初探——以〈解放日报〉为中心来考察》,《文艺论坛》2021年第4期;许冲:《形象建构与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以〈解放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以孙云为代表的学者们考察《解放日报》“七一”纪念文章,运用群众视角、联系历史语境,对纪念文章刻画出的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的继承者、理论联系实际的笃行者和人民群众的代表者”等形象进行解析(4)孙云、赵宇晨:《抗战时期“七一”纪念文章与党的形象塑造研究——以〈解放日报〉为考察对象》。。但是《解放日报》对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和抗日主张的宣传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各党派人士如何回应,未有过多研究。本文立足于《解放日报》办刊历史,析清报纸创刊的主要原因,在数量庞大的文本内容中发掘出《解放日报》如何塑造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并分析和探讨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引起的社会反响。

一、《解放日报》创办的主要原因
创办《解放日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的现实需求。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和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因版面设计、出版周期和国统区新闻管制等种种原因,难以满足党的宣传需要,甚至难以及时有力维护党的合法权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办一个大型日报,全面地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维护党的权益,十分迫切。

第一,《新中华报》难以满足党的宣传需要,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办一份大型日报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华报》是由《红色中华》更名而来,初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改版,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重新编号刊行,由五日刊改为三日刊,设有社论、三日国际、三日战况、国内要闻、边区新闻、人物专栏、读者信箱等栏目,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百团大战”、揭露国民党反共阴谋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四开三日刊”的出版设置影响了报纸的宣传力量,导致《新中华报》在宣传内容和宣传时效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新中华报》每期一张四开四版的版面规格,无法大量承载抗战时期的政策宣传、新闻报道等诸多内容。《解放日报》初创四个月内,为每期一张四开两版,后扩充为每期一张对开四版的版面规格。相比每期一张对开报纸的版面,四开报纸的版面缩小许多,宣传内容比较有限。《新中华报》如果着重宣传某一事件或者政策,就必须压缩其他栏目,简明扼要、有所取舍地报道新闻和评论时局。例如,1939年7月7日,为了全文刊载中共中央纪念抗战两周年所发表的《时局宣言》,《新中华报》将第一版战况报道等栏目缩减至平时版面的一半。11月7日,又以两个版面全文转载张闻天所著《论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与任务》一文,致使第一版“三日战况”栏目只能登于第三版左下角,减少了读者对战局信息的获取。抗日战争是一场全国性、涉及各领域的全面卫国战争,它需要报刊媒介全面反映抗战形势,帮助人民群众树立全面抗战的整体意识,才能动员更多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然而,《新中华报》每期一张四开四版的版面难以承载丰富的抗战历程,所发挥的力量不能满足抗战动员的需要。《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黎辛回忆道:“《新中华报》毕竟是一个四开四版的三日刊的小报,党的《解放周刊》也只有一个印张,阵地太小了。”(5)黎辛:《亲历延安岁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第一版发布《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停刊及解放日报发刊启事》指出:“为着更多的反映国内外之一切消息及传达我党中央一切政治主张,满足全国同胞及读者诸君之要求起见,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及今日新闻合并,改出中共中央机关日报,定名为解放日报。”(6)《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停刊及解放日报发刊启事》,《新中华报》1941年5月15日,第1版。次日,《解放日报》便正式出版发行。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创办一个大型日报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大量反映抗战实况,组织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显得尤为紧迫。

　　《新中华报》“三日刊”的出版周期,制作过程较长,宣传时效性较差。三日一期的出版周期反映出报纸的出版时间较长,许多重大事件、信息无法及时跟进。例如,1940年3月8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新中华报》对此进行了简要报道。3月29日,《新中华报》记者叶澜在《纪念大会盛况》中指出:“本报编辑部同人,为了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妇女工作的决定,为了迅速报道三八纪念大会的情形,为补三日刊的不足,特在大会期中,出了三天油印的《三八纪念临时特刊》。本报编辑部同人自动放弃了两天的假日,采访,编辑,写钢版,油印,发行一概由自己完全担负,三天中一共出了四期五张,把当天纪念的盛况,迅速的报导给读者,更显示了三八纪念的热烈和紧张。”(7)叶澜:《纪念大会盛况》,《新中华报》1940年3月29日,第3版。由此看出,《新中华报》日常的三日出版周期并不能满足党中央“迅速报道”的需要。因此,创办一个大型日报及时反映重大事件、信息,为党的重大决策、军事部署等活动及时提供重要信息,十分必要。

　　第二,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极力打压、诬蔑中国共产党,导致党内“左”倾思想有所抬头。因此,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创办一张中央党报,既能对外展现自己的真实面貌,又能对内统一全党的宣传思想。1941年1月18日,国民党当局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抗战的纪律》,声称“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坏军纪的重大问题”,并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就擒,项英在缉”(8)《抗战的纪律》,《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第2版。。1月27日,蒋介石发表长篇演讲,诬告新四军“违抗命令,袭击友军,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9)《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1941年1月27日),《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9页。。显而易见,国民党企图将此次事变定性为军纪问题,刻意淡化反共色彩,意图坐实新四军违抗军令、破坏抗日的罪名,为自己可耻的分裂、反共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在舆论上欺骗民众,败坏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形象。

　　《新华日报》作为党在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竭力冲破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封锁,以“新×军”的代号(10)《全馆举行庆祝会纪念光荣的日子》,《新华日报》1941年1月12日,第2版。、“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11)周恩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新华日报》1941年1月18日,第2版。的“题词”等形式披露了有关皖南事变的信息,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极度愤怒和严正抗议,但无法完全揭露事变真相。时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以“转为猛烈的反攻”(12)王揖:《延安〈新中华报〉简史》,《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第2期。为宣传方针,发表了《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等文章驳斥国民党的诬蔑言论,并连续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谈话和相关军事命令,提出严惩罪魁祸首、停止一切反共剿共行动、肃清亲日分子等要求(13)《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新中华报》1941年1月23日,第1版。,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支持和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批评。1941年3月6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上声明: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81-282页。,标志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束。然而,国民党当局接连发起的两次反共高潮,刺激了党内“左”倾思想的抬头。1941年5月8日,毛泽东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强调:“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必须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15)《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1-783页。。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对国民党一方面“多方揭破其反动宣传”,另一方面有原则地“拥护和赞助”其“抗战方面和合理方面的宣传”(16)《中央宣传部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1941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如此正确详尽的总结和指示,依旧没能完全制止党内个别同志参考“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对国内阶级关系作出错误估计,“将一切地主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而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17)《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784页。。直到《解放日报》创刊前几个月内,个别抗日根据地甚至公开广播“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错误言论,违背了党的宣传政策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18)《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8页。。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抵御敌对宣传、统一党内思想,创办一张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报纸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19)《中共中央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1941年5月1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7页。。为了办好《解放日报》,中国共产党早在3月26日就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决定将《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和《中国工人》停刊,相关指导性文章由《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刊发(20)《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年3月2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6页。。8月,《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相继停刊。这一系列举措表明,《解放日报》的创办不仅集中了中国共产党报刊传媒的优势资源,更确立了其在党报党刊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解放日报》初期为四开两版,设国际、国内、边区和文艺四个栏目,后扩充为对开四版,每个栏目占据一个版面,极大缓解了刊登党中央方针政策宣传和战局分析的版面压力,缩短了出版周期,提高了党报的宣传时效。颇为遗憾的是,《解放日报》在创刊后的10个月中,因党内教条主义未彻底肃清,导致报纸存在党性不强、反映群众生活不够、党八股文风、脱离实际等缺点。为此,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明确党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将“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并规定报纸“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语言“应力求通俗简洁”(21)《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6日),《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126-127页。。博古结合通知内容,检查了报纸创办以来的问题,并主动承认自己主观主义的缺点,开始改版的准备工作。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告了报纸改革的序幕,开启了贯彻党报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的一次“澈底的改革”。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解放日报》以成为“传播党的路线贯澈(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为目标(22)《致读者》,《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第1版。,吹响了“鼓吹抗战,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23)《本报创刊一千期》,《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第1版。,为塑造中国共产党积极正面的抗战形象发挥出重要作用。

二、《解放日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发刊词》开宗明义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24)《发刊词》,《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第1版。这表明《解放日报》的创刊初心和使命就是团结抗日。围绕团结抗日这一总任务,《解放日报》在艰难的抗日斗争中成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

　　第一,《解放日报》根据时局公布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发表抗战纪念宣言,宣传抗日方针政策,展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极力塑造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抗战形象。以1941年为例,中共中央根据纪念抗战四周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等重要时间节点,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等7篇重要文件。1941年4月,日美展开谈判,意图牺牲中国,换取利益,造成反共反苏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基于日美谈判矛盾的激化和苏德战争的长期化,决定“放弃北进,把南进作为唯一的战略方向”(25)萧一平、郭德宏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史》(下篇·1941年12月～1946年9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局势更加“明朗化了”(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43页。。中国共产党在分析远东慕尼黑阴谋、太平洋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基础上,洞悉了世界战争的未来走向,提出了尽快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等主张,表达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决心,为塑造坚决的抗战形象提供了有力支撑。

　　1941年5月25日,针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毛泽东在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人时,指出:“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所可告者,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301页。。5月28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号召全党揭穿和反对“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日本的“诱降活动”和国民党配合日本的“谣言攻势”,并宣布:“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不发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中央军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之武力与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之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与投降主义者。”(2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解放日报》1941年5月28日,第1版。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正面临着国际远东慕尼黑阴谋和国内投降主义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用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晋南战役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即便身处物资短缺、舆论污蔑、腹背受敌的恶劣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从未动摇抗战到底的决心,始终以抗日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以团结的方式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不达目的誓不休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慕尼黑阴谋彻底破产,《解放日报》抓住时机,发布《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分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必须“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个唯一的目的”,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八路军及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29)《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第1版。。中国共产党以此向全国民众表达了为实现抗战最后的胜利,甘愿在敌后继续忍受艰苦生活,继续牵制敌人有生力量,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

　　发表抗战纪念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坚定抗日立场、表达抗战主张的方式之一。正如陈金龙所说:“宣言、通告或口号能集中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范围较广,因而成为党在纪念活动中表达政治主张最常用的形式之一(30)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9页。。然而,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共产党怀有反日、抗日的决心,却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不顾条件与环境的恶劣,照例组织开展罢工、示威、游行等抗战活动,结果造成“难以计算的”损失(31)《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1936年4月10日),《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页。。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将“七七”纪念纳入抗战纪念活动,发表抗战纪念宣言,集中表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决心。尽管国共摩擦、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但“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32)《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因此,毛泽东在起草《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时强调:本次宣传要点“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表扬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抗战的战绩”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绩”,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在党内使全党同志清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33)《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1941年6月),《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261页。。基于这份指示,《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声明,全国军民在“神圣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渡过了许多的难关,卒能使敌寇胆寒,环球心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即便国民党当局将“反共成为政策,‘异党’见于文书”,大肆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并结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和边区“局部执政”经验,提出了“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等十项“内政外交之基本方针”,以“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3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7月7日,第1版。。胡乔木回忆道:“按照毛主席的布置,这篇宣言的主旨是‘拉英美蒋反德意日’,体现我党力主团结的方针,但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也有所批评。”(3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1941年7月,在延安万人集会的欢呼声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在人们手上被热烈的传诵着”(36)《延安各界万人集会纪念抗战四周年》,《解放日报》1941年7月8日,第2版。。《新华日报》华北版、《晋察冀日报》等人民喉舌都发表著论拥护《四周年纪念宣言》(37)《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拥护中共中央“七七”宣言》,《解放日报》1941年7月29日,第2版。。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日报》的系列报道,不仅向大众展现其反对分裂投降、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更是通过纪念宣言展示出言出必行、不畏艰难、坚决抗战的形象,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赞同。

　　第二,《解放日报》改进战地通讯报道,歌颂抗日英雄,表彰抗日战绩,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抗战形象。战地通讯一般来自随军记者或者部队、地方通讯员的描述与记载,材料来源大多真实可信,生动富有感染力。1941年至1945年,《解放日报》报道战地通讯、歌颂战斗英雄的统计如下:

　　(表1) 《解放日报》报道战地通讯、歌颂战斗英雄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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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1所示,《解放日报》对战地通讯、英雄人物的报道共478篇,1945年之前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在1944年更是达到峰值。这是《解放日报》编辑、记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挖掘素材,撰写佳作的最好证明,为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抗战形象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支持。

　　但由于党八股的影响,《解放日报》创办初期刊登的新闻公式化倾向严重,对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形象的塑造不够生动,难以吸引读者。记者邓仪后来在《新闻观点和采访路线》中总结道:我们的新闻形成了会议+决定=新闻、数目字+(一)(二)(三)(四)=新闻、热烈讨论+意义重大=新闻、为了起见+特发指示=新闻、我军英勇迎击+敌寇仓皇败退=新闻等几种公式,“也就不可能报导给读者以新鲜的事物,和生机蓬勃、活泼生动的群众的心声、群众的行动”(38)邓仪:《新闻观点和采访路线》,《解放日报》1943年4月8日,第4版。。例如,1941年7月6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刊登了题为《八路军新四军战绩》的新闻,由五组电讯组成,第一组内容为:“由于我冀鲁边八路军某部自本月初旬起,连日给予盐山南北一带敌伪以严重打击,敌伪极为恐慌,先后自乐陵北之李庄、南皮东南之胡家东,之小胡家、安家居等据点仓惶撤退”(39)《八路军新四军战绩》,《解放日报》1941年7月6日,第2版。。其余四组写法与此相似,套用“我军英勇迎击+敌寇仓皇败退=新闻”的公式,内容空洞,语言乏味,缺少细节展示和情绪渲染。此外,报纸同版发表了战地通讯《八路军英勇精神四通讯员被困窑内奋勇突围毙敌二十余》,全文共186字,描述了四名通讯员“坚决勇敢与敌对战两小时有余”的战斗事迹,敌人“企图将他们焚毙,乃从火焰中冲击,内中两人不幸被敌击中,英勇殉国。其余二人,虽负重伤,仍安然回归部队”(40)《八路军英勇精神四通讯员被困窑内奋勇突围毙敌二十余》,《解放日报》1941年7月6日,第2版。。从中可以看出,《解放日报》对这一事迹的描述,文白夹杂,对突围背后的故事挖掘不够,内容过于简短,不利于民众直观感受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也将直接影响民众对报纸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形象的认可。改版之后,报纸的战地通讯有了巨大的改变,歌颂战斗英雄的内容更加充实,情感更加丰富。1942年4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通讯《晋西北反扫荡战中两个机智的小战士脱离虎口获敌扫荡计划》,详细介绍了我军“通讯班长吴为新、看护员田鱼喜”(41)《晋西北反扫荡战中两个机智的小战士脱离虎口获敌扫荡计划》,《解放日报》1942年4月16日,第1版。,因与部队失联,假意成为俘虏,伺机获取机密情报,并成功归队的英雄事迹,内容丰富,情节紧凑,叙述扣人心弦,凸显出我八路军战士敢于深入敌营的勇气、与敌斡旋的机智和异于常人的坚韧意志,是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形象中的一个缩影。最典型的是《解放日报》全文转载《晋察冀日报》通讯《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此文是《晋察冀日报》通讯科科长、特派记者沈重根据狼牙山五壮士的壮烈事迹所著。相比之前的短讯,这篇战地报道更详实更生动更有感染力。文章以“筒,筒,……拍——”、“空,轧轧……空空轧轧轧”等拟声词描述双方激烈的战斗和恶劣的战场环境,用短促有力的对话描绘出生死关头的战友之情,记述了“五壮士”弹尽粮绝之后砸毁武器、决定跳崖的具体细节,结尾处以日本小队长“向空礼拜”,祈祷“五勇士的‘英灵长在’”等行为衬托出八路军战士的英勇作战,有血有肉地记载了这一壮举的前因后果。“今天歌唱反扫荡胜利的全边区东线的人民和军队在唱着他们最高昂的音节,在齐声颂扬着棋盘陀五个壮士英勇奋战的功绩”,歌颂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抗战精神,“给青年边区子弟兵添上了高尚的骄傲和无限的光荣”(42)沈重:《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第2版。,以此塑造出中国共产党不惧牺牲、英勇抗战的形象。

　　《解放日报》对抗日战绩的公布是敌后游击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同时进行的。以1941年至1945年为例,《解放日报》报道敌后游击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新闻统计如下:

　　(表2) 《解放日报》报道两个战场战况统计表

[image: image2.jpg]i)

P 1941 4F 19424F 1943 4F 1944 4F 1945 4F
N RAEBAL H s 316 339 448 848 1072
i [ RS AL A IE UL 227 208 106 149 18
1 RS A2 BA AR KA 0 5 2 42 11





　　从上表看,1941至1945年,《解放日报》对人民军队抗日战况报道共3023篇,且逐年增加,为塑造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抗战形象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佐证;对国民党军队战况的报道呈现一个明显的变化:1942年始,《解放日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战况的报道,增加了“失守”、“沦陷”等战事失利消息的报道,突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鲜明对比,进一步突显出中国共产党敌后英勇的抗战形象。

　　《解放日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胜利的报道,多采用中央社电讯稿,注明电文来源,刊登主要内容。例如,1943年2月22日发布新闻《我国阻敌强渡怒江百里洲畔追歼残敌赣北反击颇为得手》,与同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布的《怒江以西敌遭阻击高安激战我占优势》内容基本一致,报道国军将士“竭力阻击”怒江西岸敌人,“予敌重大损失”等战事胜利的消息(43)《我军阻敌强渡怒江百里洲畔追歼残敌赣北反击颇为得手》,《解放日报》1943年2月22日,第1版。。但这类鼓舞人心的胜利消息并不多,失守败退的消息却纷至沓来。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解放日报》对豫湘桂战役的报道。1944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广西的大规模战役,企图“消灭重庆军,尤其是消灭其核心中央军”(44)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3页。,占据中国要塞,积攒战力,准备长期作战。面对日本孤注一掷地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全面溃退,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146座城市和36个飞机场被占领,损失大量军力,《解放日报》对此进行了跟踪报道。从4月19日至12月29日,《解放日报》连续报道了149篇豫湘桂战役新闻,其中139篇登在报纸第一版,记录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三省的一路溃退,引发国内外人士的担忧。苏联杂志《战争与工人阶级》指出:“中国军队在河南省的挫败绝不能认为是偶然的”,是由于“中国的统治人士”过度依赖外援,“中国财政家”未将资本用于国防建设,军事“战略战术方面的落后”,军官中“不少人保持着失败主义的观点”以及国民党封锁边区“牵制了极大数量的中国军队”等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必然结果(45)《苏联〈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论河南战事失利原因》,《解放日报》1944年6月23日,第1版。。对此,《解放日报》义正严词地发表《长沙失陷后的危机》等社论,敦促国民党当局“有一个改变”:“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只有如此,才能挽救正面战场的失败颓势,“才有配合盟国反攻的希望”(46)《长沙失陷后的危机》,《解放日报》1944年6月24日,第1版。。与正面战场大溃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敌后战场的连连得胜。1944年开始,《解放日报》上解放区各战场捷报频传,全面反映了敌后战场的“击溃”、“歼敌”、“攻克”、“收复”的战况,例如《三千寇军全部败退完县山地已无敌踪》、《冀鲁豫我军大胜利光复濮阳县城收复国土一万平方华里解放同胞卅余万》等胜利消息,报道近800篇。固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同数十万日军主力作战,付出了极大牺牲,但是也无法掩盖其消极抗战、一路溃败的事实。敌后战场屡获战果与正面战场一路溃败相比较,中国共产党积极抗争、英勇抗战的形象更显而易见。曾访问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爱卜斯坦也提出:“这次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的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47)《盟邦记者团诸先生盛赞晋西北军民英勇战绩》,《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4日,第2版。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展现出的英勇抗战形象表示支持和认可。

　　第三,《解放日报》刊发专文,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的错误行径,彰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底气,塑造中国共产党自信的抗战形象。1937年11月,张闻天指出:“太原失守之后……若干军队已经失去了在山西坚决抗战的勇气与自信心。”对此,他提出共产党员要克服一切消极悲观的情绪,“在一些人们开始为失败与困难所动摇而悲观失望的时候,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中流砥柱’”,以“中华民族无论如何要胜利的自信心去影响全中国人民,使他们坚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48)《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1937年11月15日),《张闻天文集》第2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374、375页。。然而,这一举措无法改变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消极抗战、力主求和的悲观态度。11月29日,蒋介石“请陶德曼来京面谈调停事宜”,12月2日,又“接见陶德曼讨论与日媾和问题”(49)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国立中正纪念堂”、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第439-442页。,仍寄希望于国际调停,实现对日和平谈判。12月5日,汪精卫利用接见新闻记者之机,也表示“若日本真愿要求和平、提出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加予考虑从事停战也”(50)《汪精卫在汉发表谈话日如提合理条件我亦可予以考虑》,《申报》1937年12月7日,第3版。。蒋汪二人作为当时国民党内的最高领导人,言行举止都表达出力主求和的态度。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汪精卫更是叛逃出国,鼓吹抗战亡国论,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等协议条约,并成立了南京汪伪政府,导致投降主义一时甚嚣尘上。为了打击投降主义的嚣张气焰,时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发表专文,驳斥投降主义和抗战亡国论。例如,毛泽东在《团结到底》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容忍“坚决的投降份子与反共份子”,坚信“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51)毛泽东:《团结到底》,《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第5版。。王稼祥也指出,“一切持久战必须经过最后的困难和最大的危险才能转到胜利的结果”(52)王稼祥:《渡过困难危险争取抗战胜利——纪念抗战三周年》,《新中华报》1940年7月5日,第6版。。中国共产党以此展示其即便面临重重困难、危机四伏的环境,也不失战胜强敌的策略与信心。

　　《解放日报》作为第八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完美继承了《新中华报》刊发专文,反对分裂投降的优良传统,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的错误行径,展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胜利的信心来源。1943年4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吴化文投敌的前前后后》一文,首次公开揭露国民党将领通敌叛国的行为。随后,又陆续发表了27篇文章,集中揭露国民党官员、将领妥协投降、通敌卖国的分裂行为。文章分布如下:

　　(表3) 《解放日报》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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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报纸发表社论《要求国民政府整顿军纪军令》,表达中国共产党反对投降主义、消极抗战与分裂阴谋的政治态度。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借纪念抗战的时机,发表专文,揭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的信心与力量来源,鼓舞全民族的抗战自信心。1943年7月5日,朱德、饶漱石分别撰文《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和《我们敌后力量之所在》。朱德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六年苦战,原因有五点:第一,下定决心,“宁死不屈,坚持到底”;第二,坚持进步,“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与各界各军的团结”;第三,自己动手,“发动生产运动”;第四,实行精简,“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民负担”;第五,依靠群众,“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的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53)朱德:《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5日,第2版。。饶漱石也指出:“我们在敌后的所以能够坚持,一方面由于新四军英勇善战,不顾一切牺牲,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在敌后实行民主政治,千百万群众已经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华中地区,“我们发动了千百万群众,并适当的改善了民生”;“我们真正实行了民主政治,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我们提倡生产运动,进行了生产建设”;“我们巩固了敌后各党派各阶级的团结”。这四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敌后长期坚持的政治的根源”,也是“我们真实力量之所在”(54)饶漱石:《我们敌后力量之所在》,《解放日报》1943年7月5日,第4版。。两篇文章分别从坚定抗战决心、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生产、精兵简政、团结各党派各阶级、动员人民群众等方面披露了中国共产党能够长期坚持抗战的基本原因,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来源和真实力量所在,“只要我们能善于研究自己六年来的经验,能使全民族团结于神圣的爱国战争中,发扬全国军民的人力,能善于与友邦团结争取外援,则我们的抗战必能得到最后胜利”(55)朱德:《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信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最终胜利,展示出中国共产党自信的抗战形象。

三、《解放日报》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历史影响
　　抗战时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宣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全方位记录了敌后抗战实况,歌颂人民军队英勇抗战事迹,成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准确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自豪感。

　　(一)准确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因此,《解放日报》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客观上也利于进一步宣传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围绕着团结抗日的宗旨,《解放日报》在抗战纪念宣言中,多次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表明“阶级矛盾要服从于解决民族矛盾的需要,以解决民族矛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态度(56)王凤青:《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理论探索》,《河北学刊》2022年第3期。,获得了国人的理解与接纳。例如,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共出现5次“团结”和2次“统一战线”。1941年7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航讯”《七七四周年纪念中共发表宣言》,择要转载了国际形势变化、“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等内容,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侵略阵线”、“加强反对汪逆伪组织之斗争”和“加强各抗日党派之合作”等抗战主张(57)《七七四周年纪念中共发表宣言》,《大公报》(香港)1941年7月9日,第4版。,是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赞成与肯定。

　　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共出现9次“团结”和3次“统一”。文中指出,“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特别强调“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5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1版。。胡乔木指出,《宣言》“直接体现了毛主席提出的‘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方针”(5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69页。。何思敬阅读后也指出,《宣言》不仅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远见,有理论的信心和勇气”,“有决心为这些宣言的基本原则而奋斗”,更表明了“中共历来主张与这些宣言底原则完全符合”(60)何思敬:《读中共〈七七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20日,第3版。。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达五年之久,“迫切希望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在战后岁月共同建设新中国”(61)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0页。。因此,五周年《宣言》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7月12日,晋察冀各界开会讨论指出,《宣言》是“目前中国抗战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的将起着巨大的作用”,各团体一致表示“坚决拥护这一宣言”,并决定“大量翻印宣言,出宣传品,编发教材,教育干部与会员”,使《宣言》“变成伟大的实际力量”(62)《晋察冀各界拥护中共七七宣言“中国抗战途上的指路明灯”》,《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第1版。。7月16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布报讯《延安各阶层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宣言坚持团结抗战团结建国》,“所有工农兵学商各界”不仅更加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而且对“战后必须团结建国”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工界同志均表示“愿为中共‘七七’宣言之实现而奋斗”(63)《延安各阶层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宣言坚持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解放日报》1942年7月16日,第1版。。可见,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日报》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深谙民意,深入人心。

　　(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响应

　　《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使国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样貌,认识到了党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1941年6月29日,山西省及晋冀豫总工会在庆贺建党二十周年的致电中指出,“向我工人阶级的党中央中华民族的伟大舵手致热烈之敬礼”,“坚决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之下,为民族和阶级解放奋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64)《山西省及晋冀豫总工会电贺中共廿周年纪念》,《解放日报》1941年7月2日,第2版。1942年7月,华北《新华日报》社全体职工致电党中央称:“我党领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廿一年如一日,特别是在抗战斗争中,从我党中枢所发出的和漾之光,不断指引国人以应走的方向,和建设新中国的南针”,领导着敌后军民“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与敌后军民“一道迎接胜利的两年”,我们将“紧紧团结在党中央旗帜之下,直到最后战胜敌人”(65)《纪念党廿一周年华北新华日报社员工电党中央诸同志致敬》,《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第1版。。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舵手,是国家建设的指路南针,更是激励国人前进的和漾之光,支撑着中华民族、带领着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最后的胜利。在这样的认识下,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踊跃参军、参与边区建设等方式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用实际行动表示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认可。

　　1942年5月23日,记者沙飞在文章《当志愿义务兵是每个人的责任——记平山×区志愿兵入伍》中,记录着晋察冀人民的参军热情。魏连云夫妇送第三个儿子入伍时说:“抗日是为了大家,我们两口子也觉得光荣。”平山炎裕村董家长辈给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聂司令员:你是我们的救星,要是没有你,我们的生命财产、田园、土地,恐怕早就给日本强盗抢掠、烧杀净尽了,我们万分感激你。现在我们热烈的响应你的号召,坚决拥护志愿义务兵役制。”(66)沙飞:《当志愿义务兵是每个人的责任——记平山×区志愿兵入伍》,《解放日报》1942年5月23日,第2版。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形象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根据地群众意识到:“抗日是为了大家”,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的抗战,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土地家园才得以保存。因此,一股股参军热潮在各根据地频频发生,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敌后的抗战力量。到1945年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解放区人民热烈参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去年六月至今年三月,时间不到一年,几乎扩大一倍(由四十七万到九十万)”(67)《解放区人民热烈参军》,《解放日报》1945年4月22日,第1版。。招募区域从一乡一村扩张至一区一县,参军人数和地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解放日报》大力宣传党在边区的政策,吸引归国华侨来延投资。1941年6月1日,社论《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指出,“在这里,民主政治和廉洁政治已经确立,苛捐杂税已经取消,合理税制已经施行,工农业生产已有显著进步,人民生活已有相当改善”,为华侨投资边区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基本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社论还引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来延安考察后,与报界的谈话:“在当地(按指边区)的地主和富人,可以合理地生活得很好。其次,当地人民生活虽不富裕,但一般生活还好。当地只有一种统一税,统一税上之后,即可通行无阻。”(68)《欢迎华侨来边区兴办实业》,《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第1版。进一步证实了边区政策的真实可靠。对此,来延华侨备受鼓舞,决定加速成立西北华侨实业公司。1942年2月15日,西北华侨实业公司正式揭牌,已开办“华侨毛织工厂”,“出产各色上等毛线、精制毛毯、毛呢、布疋等,品质甚佳”,并“计划筹备其他工厂”(69)《华侨实业公司开幕毛织工厂出品优良》,《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日,第4版。,以加强边区经济建设,增加边区物质生产,保障边区人民生活物资和抗战物资的生产供应。

　　(三)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自豪感

　　坚持抗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不变诉求。《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自信心自豪感。抗战五周年《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定全国军民胜利的信心”、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坚决的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继续这种精神,一直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建设起独立自由民主繁盛的新中国!”(70)《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这一主张获得了各界同胞的赞成。1942年8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电讯《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靖边召开士绅座谈会》,展示着边区群众对《宣言》的热烈讨论。靖边县开明士绅高吉祥说道:“共产党这个宣言,的确是说出了老百姓心里的话。”志丹县一位老汉说道:“苦也吧,甜也吧,再努一下力就行了!”一个青年用一个比喻表达坚持胜利的信念:“抗日好像牛拉车上山,快到坡顶时,须得更留意,大家再苦干一年,牛车就可到达山顶了。”(71)《团结抗战团结建国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靖边召开士绅座谈会》,《解放日报》1942年8月6日,第2版。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在艰苦抗战中坚持胜利的信心与信念。中共七大召开后,《解放日报》以6个版面全文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各党派人士读后盛赞毛泽东建立“联合政府”的英明主张,无党派人士孙良臣评价道:“中共七大实际上是一个为中国人民解放与建设新中国的会议”,毛主席的报告“除了汉奸与少数反动派,各阶层的利益都照顾到了”(72)《晋绥军区指示所属学习〈论联合政府〉各党派人士盛赞毛主席英明主张》,《解放日报》1945年6月12日,第1版。。华北沦陷区某实业家阅读后,盛赞:“只有毛主席所指的道路,才是中国工业界的前途。”(73)《华北沦陷区某实业家盛赞毛主席报告》,《解放日报》1945年6月15日,第1版。《解放日报》对这些意见的报道,不仅“营造出一种积极支持大会的社会民意氛围”(74)林绪武:《雏形和奠基:〈解放日报〉对中共七大的报道》,《传媒观察》2023年第2期。,而且极大振奋了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抗敌御辱、团结建国的自信心自豪感。

　　1945年4月,《解放日报》报道了董必武出席联合国大会,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全过程,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次正式亮相。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个月后,《联合国宪章》生效,确立中国作为“五常”之一的国际地位,标志着中华民族洗刷屈辱、重归世界舞台的时机已经到来。一时间,全国人民抵御外辱、建设统一民主国家的自信心自豪感达到了鼎峰,全国各地反对专政、反对内战、成立联合政府的倡议从未停歇,实现民族复兴的脚步从未停止。仅1945年11月,《解放日报》便发表了78篇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新闻报道。11月9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在重庆举行第九次会议,各参政员均认为:“国际地位亦因八年来之血战一跃而为五强之一,并肩负起建立及维护世界安全之重责,此实乃建设新中国千载一时之机运。讵料受降正在进行,复员甫及开始,而收复区内竟发生军事冲突。且日来各报所载,不仅情势未见稍戢,而且逐渐扩大。”为此,会议当即通过“参政员王普涵,尹述贤等所提《为国内发生军事冲突,危及国家建设,民族复兴,及世界和平,拟请政府从速制止国内冲突,保障和平统一,并提前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共同讨论国家大计,用安危局》一案”(75)《驻会参政员建议政府制止冲突挽救危局提前召开参政大会集中各方意见合理解决国事在渝参政员定后日举行会谈》,《大公报》(重庆)1945年11月10日,第2版。。这份议案虽未能扼制内战冲突的爆发,但是传达了各党派人士、全国人民对建立和平统一民主国家的殷切期望,对“建设新中国”、巩固中国“五强”国际地位、实现民族复兴充满了自信与自豪。

　　《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的“耳目喉舌”和“伟大延安精神的体现者”(76)王敬主编:《延安〈解放日报〉史》,第365页。,继承和弘扬了《新青年》、《向导》、《新中华报》等党报党刊的优良传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勇于改版创新,善于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颇为圆满地完成了团结抗战的历史使命,全方位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光辉形象,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为党的新闻事业后来的改革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77)郑保卫、王青:《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重大改革及其历史经验》,《当代传播》2021年第4期。,也为后来的党报党刊等新闻媒体进一步塑造党的光辉形象树立了一个优秀模范。在革命斗争年代,党媒对于中国人民,如同在黑暗中点燃真理之光,于乱世下照亮前进之路,是中国人民奋力向前、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重要指引。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媒是她在革命洪流中树立领导地位的见证者,见证了她在艰苦环境中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并激励人民;是她在黑暗混乱中有所作为的记录者,记录了她在残酷斗争中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并消灭敌人;更是她百余年峥嵘岁月的亲历者,亲历了她带领中华民族实现自由解放的伟大征程。因此,《解放日报》等党媒就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历史作为和历史影响的最好证明,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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